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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与开皇十四年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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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开皇十四年渊594 年冤发生一场旱灾袁隋文帝被唐太宗批评其救灾不力袁只顾隋政府的仓库盈满袁不理老百

姓遥 本文透过分析隋文帝的民本性格尧救灾政策尧政治环境以及当时的灾情实况袁发现隋文帝并非如唐太宗所言遥 此外袁
是次旱灾还带来民间义仓的历史性改革袁本文分析其中来龙去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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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eror Wen of Sui and the Drought in 594
GUAN De-xiang

（

Abstract: There was a drought in 594 .The Emperor Wen of Sui（隋文帝）was criticized not whole-

heartedly to fight against this natural disaster by the Emperor Taizong（唐太宗）of Tang Dynasty. The govern-

ment was blamed only concerned his own economy disregarding the victims. This essay was written in order to

clarify Emperor Taizong of Tang’s criticism. Besides, the drought in 594 had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local public Welfare Granary system. The essay also traced back to its historical origins and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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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前言

公元 581 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1。开皇一共有廿年（581-600）。于

十四年（594）关中发生了一场旱灾2。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不足为

奇，关键是旱灾发生三十五年后，唐朝皇帝李世民不满隋文帝此次救荒表现，在黄门侍郎王珪面前强

烈批评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究竟太宗此言属实否? 3 学者们质疑隋文帝时期“仓库盈溢”，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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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史研究遥

1 参考周一良：《周一良集》第 2 卷《〈隋书〉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76 页，及吴宗国：《隋唐五代简

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9 页。

2“诗曰：终风且曀，旱不雨也”，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05 页。

3［唐］李延寿：《北史》论隋文帝：“隋文帝树基立本，积德累仁……”，见《北史》卷 11《隋本纪》，中华书局，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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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赈给 1? 有人以文帝性格“俭省”作辩解，亦有人认为文帝此行为是自保政权，对此各人莫衷一是，

不能全面2。笔者认为透过深入认识此场旱灾，或对隋文帝能作较公平的评鉴。

二尧事缘起自叶贞观政要曳

整件事应从唐史家吴兢（670-749）所著《贞观政要》中卷八《辩兴亡》的一篇文章说起 3。这文章记

录了贞观二年（628）正月，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讨论隋朝灭亡的一段话，内容如下：

此段文字前半部，清楚记述隋开皇十四年（594）发生大旱，并造成关中百姓饥荒。唐太宗回顾前朝往

事，批评隋文帝不愿开仓救灾，最后储积过多，成为隋亡之远因。此《辩兴亡》篇所记之太宗评语直接影

响后世史家对文帝的看法。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写道：隋在“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一种更高

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钱氏认为文帝欠高尚，“说不到此”乃归因于开皇十

四大旱之“不放赈”和“令民逐粮”。钱氏的论断是受到《辩兴亡》篇所左右而得出5。另外，韩升撰《隋文

帝传》中写道：“中央掌握着充足的粮食，只要开仓赈灾，已经饿得头昏眼花的百姓便可以免去长途跋

涉”6。他还进一步说：“隋文帝为了克服长期的分裂，……其财政政策自然也表现出高度集权的原则，

1 钱穆《国史大纲》认为隋代“府库充盈”是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所以府库充盈者有数端：一、周灭齐，隋灭陈，

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

替。三、其尤要者，则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

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见钱穆《国史

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 年修订 3 版，第 378-379 页。

2 杜佑《通典》卷 7《食货》：“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托孤，不踰数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俭资费。至于六宫之内，

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有司尝进干姜，用布袋盛，帝以为费，大加谴责。后进

香药，复以毡袋盛，因笞所司，以为后诫。其时宇内称理，仓库盈溢。至开皇九年平陈，帝亲于朱雀门劳师行赏，自

门外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而不加赋于人。”王文锦等点校杜佑《通典》卷 7《食货》，

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47 页。

3 谢保成引戈注:旧此章《辩兴亡篇》重出《奢纵篇》，今去彼存此。本章抄本仅为卷六论《奢纵》第一章，刊本卷八《辩

兴亡》篇重出，戈本去彼存此，此为戈本原文，详见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466 页《注一》

另，有关《辯興亡篇》的重出或缺篇问题，可参考原田种成《本邦舊鈔本に辯興亡篇を缺く理由につぃての考察》

载氏著《貞觀政要の研究》〈第五章〉，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年版，第 333-341 頁。

4 参见王炳文、王晶评注（唐）吴兢撰《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47-151 页。雷家骥认为唐太宗与黄门侍

郎王珪讨论隋的灭亡提到一个重要观念———“藏富于民”，参见雷家骥编撰《贞观政要———天可汗时代》，时报文

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第 5 版，第 278-279 页。

5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 年修订 3 版，第 380 页。另外，其学生叶龙在记录钱穆讲授中

国经济史中对隋文帝亦有相类的负面评价可作旁证，其文曰：“惜文帝于荒年时，民多饥乏，竟不许赈给，诚可叹

息”，详见叶龙记录整理《钱穆讲授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第 184 页。又，钱穆评隋文帝“勤于

吏治而无一度”亦由于其不放赈济民，同见叶氏书，第 180 页。

6 韩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95 页。

隋开皇十四年渊594冤大旱袁人多饥乏袁是时仓库盈溢袁竟不许赈给袁乃令百姓逐粮遥 隋文不

怜渊爱冤百姓而惜仓库袁比至末年袁计天下储积袁得供五六十年遥 炀帝恃此富饶袁所以奢华无道袁
遂至灭亡遥 炀帝失国袁亦此之由遥 凡理国者袁务积于人袁不在盈其仓库遥 古人云院液百姓不足袁君
孰与足钥一但使仓库可备凶年袁此外何烦储蓄浴后嗣若贤袁自能保其天下曰如其不肖袁多积仓库袁
徒益其奢侈袁危亡之本也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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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财富集中于国家，积聚起无与伦比的仓储，以至到唐朝还能供五、六十年 ! 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革命

性进展，社会生产总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财富的高度集中势必造成百姓的相对贫穷，因此，其抵御自

然与社会灾变的能力必然低落，……。”1 总括而言，钱、韩二氏都或多或少接受《辩兴亡》篇对隋文帝

“不放赈”说。

另外，王寿南亦采纳了《辩兴亡》篇的看法。他认为“隋文帝之治术远超南北朝之创业帝王，但器量

狭小。开皇二十四年（604）‘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以致在位

二十余年，‘人不见德’……。”查开皇仅廿年，王氏上述引文之开皇二十四年（604）应为开皇十四年

（594）之误，疑此为刊印或校对之误，应非王氏本人之错。撇除此瑕疵，王氏言论其实已反映出他对《辩

兴亡》篇的内容是照单全收。王氏遂此冠隋文帝以“人不见德”、“器量狭小”等污名，以对其“不许赈给”

和“令百姓逐粮”表示不满2。 这一切都是王氏采信《辩兴亡》篇的后果。

不过，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冯柳堂便对隋文帝“不开仓”持着怀疑态度。有别以上三位学者，其曰：

“惟据史载，开皇四年已后，京师频旱，至十四年，已逾十载，开仓赈给，谅不在少，蓄储不发或当有之”。

“蓄储不发”就是“不开仓”之意，可惜作者没有进一步阐释3。究竟唐太宗《贞观政要》内里的话是否值得

相信?对于隋文帝“不开仓”之说，也非所有隋唐史家的共识，如王仲荦4、岑仲勉5、吕思勉6、李树桐7、汤

承业8、雷家骥9等，都无采用《辩兴亡》篇中唐太宗的话作为对隋文帝评鉴的依据。由于问题核心根源来

自唐朝《贞观政要》，笔者先循其作者吴兢（670-749）身上线索顺藤摸瓜，希望找到一点端倪。

吴兢是唐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如果从长安初年吴氏初入史馆算起，到开元十七年出任荆州司马为

止，前后担任国史修撰工作将近三十年。加上此后，外任期间以及晚年回京后的著述经历，则可以说他

一生几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史学工作 10。《贞观政要》十卷，是他众史著中唯一至今传世的作品。事

实上，他有关史书的撰写，相当宏富。其史学专著，见诸记载者，包括《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

五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唐书备阙记》十卷、《太宗勋使》一

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睿宗实录》五卷、《兵家正史》九卷、《唐名臣奏》十卷，此外尚有参编史著及其

他著述若干种，可惜全部散佚 11。特别留意的是，吴兢曾经著作过《隋史》二十卷。其对隋朝历史理应谙

熟。假若吴氏所撰《隋史》仍传世，隋文帝是否“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的真相或能大白!

在此有必要重温唐太宗《辩兴亡》篇的重点：“隋开皇十四年（594）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

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爱）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12

1 韩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43 页。

2 王寿南：《中国历代创业帝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29 页。

3 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66 页。

4 参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5 参见岑仲勉《隋书求是》，中华书局，2004 年，及氏著另一作品《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 年。

6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香港太平书局，1980 年香港。

7 李树桐：《隋唐史别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年。

8 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

9 参见雷家骥《隋史十二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0 王炳文、王晶评注：（唐）吴兢撰《贞观政要》“前言”，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3 页。

11 王炳文、王晶评注：（唐）吴兢撰《贞观政要》“前言”，第 2 页。

12 参见王炳文、王晶评注：（唐）吴兢撰《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47-151 页。雷家骥认为唐太宗与黄门侍

郎王珪讨论隋的灭亡提到一个重要观念———“藏富于民”，参见雷家骥编撰《贞观政要———天可汗时代》，时报文化

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第 5 版，第 278-279 页。此外，罗永生认为《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实全书中心

要旨。“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罗君在书《序》中特别强调“隋亡的历史教训”，值得留意，详见罗永

生《贞观政要导读》，（香港）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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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太宗此番说话，笔者以为下列几个要点需要留意：开皇十四年是否确有大旱灾、“人多饥乏”是否

合乎事实1、“仓库盈溢”是否当时真实现象、“不许赈给”是否合乎隋文帝一贯对百姓的态度、令百姓逐

粮的实情又如何。

根据传世多份文献记载，开皇十四年（594）大旱灾是确有其事。发灾地为关中，乃京师心脏地带，

皇帝之眼下。各史书所记真确性应高。另外，据载此旱灾还导致关中人口缺粮，“关中大旱，人饥”，最后

出现“地区性”饥荒2。需要补充的是，开皇十四年关中地区发生的旱灾其实不止一场。查《通志》卷 18

《隋纪》载：“（开皇）十四年…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

并命百姓山东就食。”3由此可知，开皇十四年的旱灾，非单一事件，而是连串天灾的频发生。农民早于

五月已歉收，“关内诸州旱”率先削弱农业本来脆弱的经济收入。八月再来一次“辛未关中大旱”，使问

题加剧恶化，雪上加霜。把农民所剩余无几的农产品，再彻底摧毁，最终因食物匮乏，导致饥荒必然出

现4。单就开皇十四年这一年来看，“五月辛酉京师地震”是打击关中农民的第一波，接着“关内诸州旱”

是第二波，然后便是第三波“八月辛未关中大旱”。短短一年在此区域“三波”天灾群发，对隋文帝及其

政府，尤其关中灾区毫无疑问是一大挑战5。

三尧史书笔下之野八月辛未关中大旱冶

涉及记载此开皇十四年旱灾的史书主要有《隋书》、《北史》、《贞观政要》及《资治通鉴》。按著书时

序，笔者先说《隋书》。

贞观三年（629），由魏征“总知其务”重修五朝史，并主编《隋书》6。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

孔颖达、许敬宗等人。贞观十年（636），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唐太

宗与黄门侍郎王珪的讨论发生于贞观二年（628）正月，比魏征等《隋书》尚早一年。所提及十四年旱灾

共三处（a）《高祖下》、（b）《食货志》和（c）《五行志》7。

其内容如下：

a.《高祖下》曰：

1“广义的饥荒是指天灾人祸之后生产衰退，经济秩序混乱，生活资料匮乏的社会现象。其核人问题是粮食问题，在

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可以导致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详见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4 页。

2 满志敏认为“旱涝等级编制的基础是建立在有关文献中记载的旱涝灾情的文字描述之上的，依靠文字记载描述

的情况来判断旱涝灾害的严重程度，从而定出旱涝等级的值。……不同目的的灾害描述，出于不同的需要，会影响

到灾害程度所用的语言……”，详见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93 页。

张建民、宋俭把饥荒发生分成不同类型“有遍及整个国家或者至少一大片地区的全面性饥荒; 有限于国内某一特

定地区的地方性或地区性饥荒; 有限于人口中某一群体、阶层或阶级的阶级性饥荒……”，详见张建民、宋俭《灾害

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 页。

3［宋］郑樵《通志》卷 18《隋纪》，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48 页。

4 详见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5 页。

5 张建民、宋俭讨论到“灾害的群发、并发以及次生灾害问题”，详见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6 页。

6 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隋书出版说明》载《隋书》，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4 页。

7“魏征开始主持《隋书》的修撰工作，事在贞观三年（629 年）上距隋朝灭亡（618 年）仅十一年时间”，参见瞿东林

《略谈〈隋书〉的史论》，收录于周文玖编《晋书、〈八书〉、〈二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266-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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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渊秋冤八月辛未袁关中大旱袁人饥遥 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遥 冶 1

b.《食货志》曰：

野渊开皇冤十四年袁关中大旱袁人饥袁上幸洛阳袁因令百姓就食遥 从官并准见口赈给袁不以官位

为限遥 噎噎冶 2

c.《五行志》曰：

野开皇十四年五月袁京师地震遥 噎噎是岁关中饥袁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遥 冶 3

综合上述《隋书》a、b、c 三处史料，关于开皇十四年旱灾有下列认识。

开皇十四年发生一场大旱灾。所谓“大灾”，其规模当比一般“旱灾”大。隋文帝对此大旱灾态度是

关心。他采取过连串应急救荒措施，其中措施是令百姓“就食”或“就粮”关东，“就食”与“就粮”意思相

若。不过，在“令民”和“率民”细节上却有其分别（详见后文）。

除了上面《隋书》外，《北史》的记载便有所歧异。据李延寿私修《北史》卷 11《隋纪》载曰：“（开皇）

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并命百姓山东就食。”4。据此，隋文帝并不如《高祖

下》所载“上率户口就食”，相反与《食货志》及《五行志》之内容较为吻合，半点没提及“上率户口就食”，

反而是“命百姓就食”作为当时的救荒手法。

在未探究孰是孰非前，先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之《隋书志》的论述，或能为大家提供一点线

索。其内容如下：

《隋书》乃一集体成果，魏征等所收书比五代史志为先。以魏征的耿直性格，犯颜进谏，神色不移，其于

撰史，当直书不讳7。诚如近人谢保成说魏征：“取鉴于亡国之君的作为”，故对旱灾及饥荒史事，理应实

事求是。笔者比较倾向《隋书》，次采《五代史志》以补充 8。故此，笔者倾向采信“令百姓就食说”多于“上

率户口说”。

为方便认识各史书的记载异同，现将各有关史书所载开皇十四年旱灾内容一览表列如下，以供参考：

1《隋书》卷 1《高祖下》，第 39 页。

2《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4 页。

3《隋书》卷 18《五行下》，第 665 页。

4《北史》卷 11《隋纪》，中华书局，第 419 页，同见元大德刊本《北史》上（百纳本二十四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

年新，第 172 页。又，《北史》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宽广的史学视野，将政权并峙，史事庞杂……”，详见杜维运《中国史

学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52 页。另，见高敏《李延寿》与《南北史》一文，收载于周文玖编《晋书、〈八

书〉、〈二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350-361 页。

5 参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序言〉，中华书局，1980 年。

6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 年，第 206-207 页。其中赵翼提到王劭为隋书八十卷，实为隋书六十之

误。“《隋书》六十卷（未成），秘书监王劭撰”，详见《隋书》卷 33《经籍二》，第 962 页。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

3《隋书八十五卷》，（香港）中华书局，第 191-199 页。

7 详见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 2 册，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48 页。

8“隋居五代之末，《五代史志》又基本承袭《隋书》的思想原则，遂编入《隋书》”，见谢保成《魏征与〈隋书〉的鉴戒思

想》《注释》一，收录于周文玖编《晋书、〈八书〉、〈二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284 页。

隋书本无志遥 今之志袁乃合记梁尧陈尧齐尧周尧隋之事遥 旧五代史志袁别自单行袁其后附入隋

书遥 然究不可谓隋志也遥 自开皇仁寿时袁王劭为隋书八十卷袁以类相从袁至编年纪传尚阙遥令狐

德棻奏修五代史渊梁尧陈尧齐尧周尧隋冤诏封德彝尧颜师古袁修隋书袁历年不就而罢 5 遥 贞观三年袁又
诏魏征修之袁房元龄为监修袁征又奏颜师古尧孔颖达尧许敬宗同撰遥序论皆征所作袁凡帝纪五袁列
传五十遥 十年正月上之遥 此隋书也遥 十五年遥 又诏于志宁尧李湻风尧韦安仁尧李延寿同修五代史

志袁凡成十志袁三十卷遥 噎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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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有关史书对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末旱灾的记载一览表

有一点值得留意，与唐宋时期史书比较，宋朝司马光《资治通鉴》及郑樵《通志》著作时代是较后。

单纯就内容文字看是明显后出者因袭前者处。有趣的是，《通鉴》竟把两说并存同一书中，技巧地把《隋

纪》“赈给”与《唐纪》“不许赈给”两处相反的论点都同修录于其中。此是否司马光治史笔法，让不同论

点共存俾后人得以判断，这点不得而知。总之，《通鉴·隋纪二》接受了《隋书·高祖下》的“上帅（率）民就

食于洛阳”之语，同时间又结合《隋书》·食货志》“从官并准见口账给”的想法，但又不采《食货志》中“上

令”百姓就食，反而是“上帅”的字眼。《通鉴·隋纪二》内文予人初步印象是各史书的“复合体”。

又，《通鉴·隋纪二》载：“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

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 ; 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3。此段文字生动地

讲出八月辛未旱灾时百姓到关东逐粮过程，载述隋文帝各种体贴情状，歌颂文帝救荒“以民为本”，恰

与《通鉴·唐纪》引王珪话“不许赈给”唱反调。此段文字最先见于《隋书》卷 2《高祖下》及《北史》《隋本

纪下第十三》4。《通鉴》内容显然采录自《隋书》。但是《通鉴》把其内容系于开皇十四年（594），则有值得

商榷余地。

按《隋书》卷 2《高祖下》此段文字置于卷末，并无标明具体年份，只录下“开皇、仁寿之间…”5 等

字。据其文载曰：“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勅斥候，……”。按“及东拜太山”五

字看，应非指开皇十四年（594）辛未旱灾。根据前引《隋书·食货志》所载隋文帝十四年记载着“上幸洛

阳”，其他正史则无“上幸”讯息，更遑论“东拜太山”6。加上与司马光同朝代的《通志》作者郑樵，其在处

理辛未旱灾的载述时，并没有采用《通鉴》等材料和说法。《通志》卷 18《隋纪》载曰：“十四年……八月

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并命百姓山东就食。”此内容反而倾向《隋书》及《北史》的说法。笔者基

于年份不确定以及内容文字出入的两方面考虑下，对《通鉴·隋纪二》的内容是有所保留。

综合《隋书》、《北史》、《贞观政要》和《通鉴》等材料，弄清其异同后，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想法：

1 见《资治通鉴》卷 178《隋纪二》，第 5545-5546 页。

2 见《资治通鉴》卷 192《唐纪八》，第 8047-8048 页

3 见《资治通鉴》卷 178《隋纪二》，第 5545-5546 页。

4《隋书》卷 2《高祖下》，第 54 页。《北史》卷 11《隋纪上》，第 429 页。

5《隋书》卷 2《高祖下》，第 54 页。

6《隋书》卷 1《高祖下》，第 39 页，及《北史》卷 11《隋纪上》，第 419 页。

各种史料来源 记述内容

1《隋书》卷 2《高祖下》 （秋）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2《隋书》卷 24《食货志》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
位为限。…

3《隋书》卷 18《五行下》 开皇十四年…是岁关中饥，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

4《北史》卷 11《隋本纪上》 （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并命百姓山东就食。

5《贞观政要》卷 8《辩兴亡》
隋开皇十四年（594）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
不怜（爱）百姓而惜仓库，…。

6《资治通鉴》卷 178《隋纪二》
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
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 ; 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1 。

7《资治通鉴》卷 192《唐纪八》
（太宗贞观二年）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
就食山东，…。」2

8《通志》卷 18《隋纪》 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并命百姓山东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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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除《贞观政要》外，并没有史书明言隋文帝开仓或不开仓。其二，《贞观政要·辩兴亡》的内容值得

怀疑，尤以文帝不怜百姓一点最可议，这点在后文《隋文帝一向对百姓救荒态度》会有所讨论。其三，从

前朝过往的“就食”的历史看，不能因为“要百姓逐粮”便在道德上一口咬定该皇帝行为不当，而忽略考

虑其他因素，如灾情严重度、仓储储存量、漕运交通畅通等问题。其四，笔者倾向“令百姓”多于“率百

姓”说，这点于后文有所交待。

四尧自然灾害与隋文帝的救荒态度及措施

隋文帝有否“不开仓”，吴兢《隋书》是主要证据之一，可惜失佚。未能直接与其撰之《贞观政要·辩

兴亡》篇对质，但凭其他传世数据，仍能窥探隋文帝一生如何看待百姓，这对证明文帝有否“不怜百姓

而惜仓库”应有帮助。于此，我们可以从开皇十四年旱灾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去考探隋文帝是否“爱

民”。为方便大家，笔者根据各史书，为隋文帝开皇年间所发生的灾害及其救灾措施，制订《隋文帝开皇

年间“灾害及救灾”简表》详见文后附表 2 以供参考。根据附表 2 所记，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第

一，开皇廿年间，中国百姓曾遭受到各类不同灾祸，包括地震、风灾、大雪、水灾、旱灾、蝗灾 1，主要以水

灾和旱灾发灾较频，所谓“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两者交煎相迫，严重打击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成为

隋朝政府的最大天敌2。第二，隋文帝在开皇十四年前及其后，皆关心民寞，对救荒不遗余力，这点是有

其一致性的。他一向的救荒举措，大概有以下数项，包括有“遣使巡察”、“开仓赈赐”、“亲祀雨师”3、“设义

仓”、“免租调”、“大赦天下”及“禁酒”等4。过去隋文帝会因应灾情的严重性，曾多管齐下救荒，尽显“爱

民”的一面。若如论者言开皇十四年文帝“忽然”不爱民，只爱仓库。这实与其前后对百姓态度相矛盾。

除非找到令隋文帝性格在十四年突变的合理因由（此在后文会有所探讨），否则这不合常理。

再补充一点，隋文帝之爱民，有学者认为是出于天性5。隋文帝的“爱民亦出天性”、“身在京城，而

心在百姓”，或则“乘舆四出，亲自临问”。或则“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与“人间疾苦”，无不

留意 6。笔者同意隋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应无矫揉造作，是发自其真心。上述反映隋文帝不

单救荒时爱民，平日亦关心民瘼。当然，我们很难排除如王仲荦所说的“巩固统治权”和“强化中央政

权”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论调。事实上，隋文帝“躬身俭约”、“注意到农民的痛苦”。他的“以民为本”与

巩固统治，某程度上是“二为一体”7。

事实上，隋文帝开皇初便一直施行“减轻赋税徭役”、“减轻刑罚”及“废除酷刑”等措施，以获取民

1 蝗虫乃爆发于水与旱间，详见官德祥《两汉蝗灾述要》（载《中国农史》2001 年第 3 期），及其姊妹篇《再论两汉蝗

灾》（载 2002 年《新亚论丛》第 4 期）。

2《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73 页。

3 参见俞正燮《癸已存稿》卷 9《求雨说》，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64-266 页。

4 据《隋书》卷 38《刘昉传》载：“后遇京师饥，上令禁酒”（第 1132 页）。任重、陈仪认为“历代莫不通过各种办法，保障

粮食供应的安全性。有时当灾荒比较严重时，为了保障粮食的安全供应，还会在一定范围内禁酒。如元嘉二十年

……翌年……“……并禁酒”，一直到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年景见好，才开禁。……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四月，“以

旱故，都下二县、朱方、姑孰权断酒”。北魏太安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详见任重、陈仪《魏晋南

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30 页。另外，可参见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卷 3《地

官司徒第二》中“荒政十二条”，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92 年，第 99 页。

5 参见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第 56-59 页。

6 详见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 1 章《政治作风》第 2 项《爱民》，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

第 56 页。

7 参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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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大家不难从薛道衡《隋文帝大赦诏》、《隋文帝拜东岳大赦诏》和李德林《隋文帝获宝龟大赦诏》等内

容，看到文帝简化刑罚的利民思想1。此等“利民”措施与前文所述隋文帝爱民的救荒态度皆一脉相承!

隋文帝应是“怜百姓”的好君王。至于“惜仓库”，反而需要留意开皇十四年前后的政治形势，例如内忧

或外患等，看其有否影响文帝“惜仓库”的决定?

五尧隋政府的内忧外患与其野惜仓库冶

《辩兴亡》中认为隋文帝“惜仓库”，容易令人联想到国家可能遇上“内忧”或“外患”，隋文帝为保存

大局，遂有“不开仓”之举。为求真相，我们必须回到开皇十四年前后所发生的史事去寻找线索。

关于“内忧”方面，扼要言之，开皇九年平陈肯定是隋文帝政权的内部大事，“建康以上既定，惟萧

瓛据吴州（苏州），萧岩据东扬州（浙江绍兴）不降。文帝命宇文述会燕荣讨平之。于是长江流域悉平，湘

赣岭南亦次第降附，复成一统之局。”2又，开皇九年春正月，隋灭陈。文帝以陈后主陈叔宝之屏风赐突

厥大义公主。至开皇十四年，国内基本上无特大事件发生。开皇九年下距十四年旱灾，五年之多，平陈

对于仓库的影响应无此深远，影响到隋政府在十四年的赈灾力。除了平陈外，时间上较接近开皇十四

年的内忧，还有开皇十年十一月之行军总管讨伐江南“叛乱”。开皇十一年年初，平江南“叛乱”等。另，

开皇十七年，政府讨平南宁两爨蛮。史万岁为将，深入今云南腹部3。据此，开皇十四年前后几年的内忧

问题并不难处理，故不能视之为隋文帝决定“不开仓”的背后理由。总之，《隋书》卷 24《食货志》：“开皇

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4一语足可概括隋政府的仓库存量仍十分充足，此乃天下升平

日久的结果。《北史》卷 11《隋本纪》载：“（开皇）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5，此句话可谓

内忧对隋政府不构成任何威胁的精准描述。

至于“外患”方面，隋文帝政府对于外敌突厥则忧心忡忡，这从《梁睿列传》中的一段话得以反映，

其文曰：“……今皇祚肇兴，宇内宁一，唯有突厥种类，尚为边梗。此臣所以废寝与食，寤寐思之。……”6

不过，梁睿的担忧，随着政府经济和军事实力渐趋稳固，便不再出现。尤其是当隋政府能掌握突厥的弱

点，采用分化策略对付。“开皇十三年，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彭城公刘昶，共宇文氏女谋欲反隋，遣其

来密告公主。……上大喜，仍遣入藩，莅杀大义公主。”7 严耕望分析隋政府能成功利用离间对付突厥。

“隋初，其（突厥）势稍弱，文帝欲用兵以服之，然恐劳师动众，遂采用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离间

政策，辅以兵力，于是突厥分为东西。其势既分，隋复用离间政策以弱之，结果东西突厥皆请和称臣8。隋

1 参见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3-25 页。韩理洲辑自之薛道衡《隋文帝大赦诏》乃

辑自《文馆词林》卷 670，详见韩理洲辑校《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 23 页。薛道衡《隋文帝拜东岳

大赦诏》辑自《文馆词林》卷 667，《全隋文补遗》，第 26 页，另李德林《隋文帝获宝龟大赦诏》辑自《文馆词林》卷

667，第 18 页。
2 魏征等《隋书》卷 1《高祖上》，中华书局，1973 年，第 34-35 页。及参见严耕望《隋唐时期战史》，载《严耕望史学论

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51-1353 页。
3 见严耕望《隋代人文地理》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99 页。
4《隋书》卷 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72 页。
5 同见《太平御览》卷 106，河北教育出版社，第 48 页。
6《隋书》卷 37《梁睿列传》，第 1128 页。

7《隋书》卷 51《长孙览列传》，第 1332-1333 页，及《隋书》卷 84《北狄列传》，第 1872 页。另，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

史》上册，香港太平书局，1980 年，第 12-13 页。
8 参见严耕望《隋代人文地理》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99 页。另，见邓广铭

《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2 页。另，参见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0-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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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用的“以夷制夷”离间手法有效，最终逼使启民可汗率领部众内迁，留下“千万世与大隋典羊马”

之语。到了开皇十三年，隋初最大外患突厥已不再对隋政权构成威胁，他们遣使来朝，上贡方物1。

众所周知，军用需要大量粮草储备。于开皇十四年，综观全局无论“内忧”包括平陈问题、地方叛乱

等，抑或“外患”如东、西突厥等重大问题，都无构成对粮食有特别的需求。故此，笔者认为“内忧”或“外

患”于当时（594 年）并无造成国内粮食不足，以令隋文帝紧守粮仓不放赈，更不足以令其一反常态不

顾百姓。

六尧野率民冶和野令民冶就食关东试释

开皇十四年的大旱灾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讲清楚，不同史书提到“率民就食”或“令民就食”的问题 ;

另外，还有就食地———关东等问题。

先讲“率民就食”和“令民就食”。有关“率民就食”的记载主要有以下二条：（一）《隋书》卷 2《高祖下》

记曰：“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二）《资治通鉴》卷 178《隋纪》则曰：“上帅民就食于洛阳”。“率”与“帅”相

通，应同一义。“率”同“帅”有带领之意。就食者，即迁移到粮食较充裕的地区，即所谓“移民就粟”。

至于“令民就食”，则有以下六条史料：

（一）《隋书》卷 24《食货志》载：“……因令百姓就食”。

（二）《隋书》卷 18《五行下》载：“……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

（三）《北史》卷 11《隋本纪上》载：“……并命百姓山东就食……”。

（四）《贞观政要》卷 8《辩兴亡》载：“……乃令百姓逐粮……”。

（五）《资治通鉴》卷 192《唐纪》载：“……而令百姓就食山东……”。

（六）《通志》卷 18《隋纪》载：“……并命百姓山东就食……”。

综合（一）“率民就食”及（二）“令民就食”来看，《隋书》卷 2《高祖下》所载“率民就食”与《隋书》卷

24《食货志》及卷 18《五行下》“令民就食”确有出入。按《隋书》之作是集众人之手，而《食货志》内容略

有不同，前引《廿二史札记》已对此作出解释，于此不赘。至于《资治通鉴》“隋纪”与“唐纪”不同，前者乃

据《隋书》卷 2《高祖下》，而后者则据《贞观政要》卷 8《辩兴亡》，刻意两说并存。

至于笔者则倾向“令民就食”，原因如下：《隋书·高祖下》之“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明显与同书

《食货志》及《五行志》“令百姓就食 / 就粮”意义不同。前者含有皇帝亲自带领到洛阳就食之意。若此属

1 笔者就《隋书·高祖上下》两篇所载自开皇元年至十三年时的主要外患作一观察，其文如下：（1）开皇元年八月壬

午，……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贡方物。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十二月……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

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隋书》卷一《高祖上》，第 15 页）；（2）开皇二年辛未，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

（《隋书》卷一《高祖上》，第 16 页）；（3）开皇三年癸亥，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高丽遣使来朝。……丁未，

靺鞨贡方物……六月……戊寅，突厥遣使请和。庚辰，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斩其名王。（《隋书》卷一

《高祖上》，第 19 页）；（4）开皇四年（夏四月）丁未，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隋书》卷一《高祖上》，第

21 页）；（5）开皇五年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八月丙戌，沙钵略可汗遣子库合真特勤来朝。（《隋

书》卷一《高祖上》，第 22-23 页）；（6）开皇六年（春正月）庚午，班历于突厥。（《隋书》卷一《高祖上》，第 23 页）；（7）

开皇十年（秋七月）辛亥，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壬子，吐谷浑遣使来朝。（《隋书》卷二《高祖下》，第 35 页）；（8）开

皇十一年五月甲子，高丽遣使贡方物。……十二月丙辰，靺鞨遣使贡方物。（《隋书》卷二《高祖下》，第 36 页）；（9）

开皇十二年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来朝。……乙酉，以上柱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己酉，吐谷浑、靺鞨

并遣使贡方物。（《隋书》卷二《高祖下》，第 37 页）；（10）开皇十三年（正月）丙午，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

……秋七月戊申，靺鞨遣使贡方物。（《隋书》卷二《高祖下》，第 37-38 页）。另外参见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1988 年，第 70-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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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开皇十四年大旱灾在隋朝历史上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尽管在中国历史时期皇帝“率民就食”非仅

见，但对隋一朝来说，并无先例可援1。试想像由当今皇帝率民就食，其饥荒灾情应是达何等严峻程度。

要之，在“率民”行动中，皇帝再不是孤家寡人，满朝文武百官，加上随从家眷成千上万。若非情势岌岌，

笔者估计皇室绝不轻易作出如此“大动作”。笔者对“上率户口就食”是有所置疑。

关于就食地“洛阳”、“关东”或“山东”，笔者则认为宜从历史、经济及地理三个角度去探讨。

先从历史角度去看，隋文帝以前“令民就食”的历史例子不少，如《前汉书》卷 24 上载有“就食蜀

汉”、卷 24 下“就食江淮间”等。至于“就食山东”如《魏书》卷 3、《魏书》卷 7 下、《魏书》卷 103、卷 110、

《北齐书》均有所载。“就食”的地点山东（太行山以东）是农产富庶地区。隋自开皇初起，关中人口愈来

愈多，诚如冻国栋所说关中乃“功臣之地”，户口滋多。平常日子，粮食都还勉强可以，一旦发生大旱灾，仓

库有限，饥荒无可避免2。试想灾害来势汹汹，饥民长途跋涉，流离远处地区就食，应是迫不得已之举3。

开皇十四年前九年，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颖、邳等州大水，

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又命司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

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

租赋4。这里“尤贫者”便是特定阶层遇灾的典型例证 5。

关中的缺粮，由秦统一至隋解决的办法，仍是“依靠关东的接济”。史念海先生谓“此种模式超过八

百年未有改变。”6 史氏对关中平原曾作出以下评鉴：“在这几个富庶的农业地区中，关中平原为隋唐

两代的都城所在，尤为重要。都城为人口集中地区。在一定人口的比例下，所生产的粮食是能够满足当

地的需要。人口增加了，就难免感到匮乏。这在隋初就已经显示出来，越到后来，就越严重。隋唐两代

都曾以伊洛下游的洛阳为东都。关中遭下荒歉，甚至连皇帝也得到东都来就食。虽然直到玄宗开元末

年起再未因此东行，但并不等于说关中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从隋时开始，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主

要是靠关东接济，偶然也从巴蜀运输过……。”7 卜风贤认为“移民就粟”与“移粟就民”是有异曲同工

之妙8。是次开皇十四年史载隋文帝“令民就食”便是采取“移民就粟”法，不过从“就食”或称之“逐粮”

过程来说，前者“移民就粟”客观上伤民 ; 后者“移粟就民”则体恤人民。卜氏说之“异曲同工”仅可就救

荒结果而言。至于“移民”和“移粟”何者较佳，此应不言而喻。然而，在古代的物流水平来衡量，无论“移

民就粟”抑或“移粟就民”都是按当下实际灾情而定，不宜以此来武断哪种方法较人道。若以“就食”关

东———“移民就粟”即不人道来厚诬隋文帝，笔者认为有欠公允。

1 汤承业认为隋文帝“有仁心者，必有仁行……未闻近世有亲率民难就食者，至于为民流涕者则更为历史之陈迹矣。

……”，详见汤氏《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第 56 页。

2 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2-73 页。

3 详见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3 页。

4《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4 页。“其后（开皇五年）关中连年大旱”，张波等视此“连年大旱”的发生时间为开皇

五年，若此如何解“连年”一词，值得商榷。详见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 页。

5 张建民、宋俭把饥荒发生分成不同类型“有遍及整个国家或者至少一大片地区的全面性饥荒; 有限于国内某一特

定地区的地方性或地区性饥荒; 有限于人口中某一群体、阶层或阶级的阶级性饥荒……”，详见张建民、宋俭《灾

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 页。

6 详见史念海著《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 年，第 126 页。当然，也有例外如：魏

青龙三年：“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斛输于京师（洛阳）。”详细参见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

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3 页。

7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第 7 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3 页。

8 见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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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经济角度看。隋文帝早已认识到京师仓廪底子薄弱，故有建渠以利漕运的想法。史念海认为

关中平原太小，所产的食粮不能供给国都的消费。秦汉时期至隋唐时期都是一样。隋代建都之初，砥柱

之险阻碍漕舟的上下，渭水水道的曲折多沙也使漕舟往来困难1。“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

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

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2由各州有阖水道集中到黄河，再溯河西上。这里有两个比较难以解

决的问题：一是黄河中砥柱的险阻，再一是渭水的水力大小无常，又复流浅沙深，不易济运3。于是隋文

帝在渭水之南便开凿一条漕渠用来运输漕粮。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之事。宇氏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

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4。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又，令郭衍开渠引渭水，漕运四百里以实关中5。“隋

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蒲6、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

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即为此事 7 。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

仓，转相灌注8。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因为其地望之利，自然成为漕船停舶的码头9。漕

渠运关东漕粮到关中是“移粟就民”。至于“就食洛阳”则是“移民就粟”。隋文帝对于八月辛未的旱灾所

采取的救荒手法就是“就食洛阳”，除却“洛阳”、“山东”与“关东”的字眼不同外，所有材料大抵指向着

同一地望。从地理角度看，京师、关内都属“关中广义范围”。此处“关中广义范围”大抵所指应是关中盆

地中心区及渭泾洛流域一带 10。

附带一提，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

的东南，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 11。关于大兴城的规模大小，一般认为其

与唐代长安相同。整个都城呈长方形，东西约 9700 米，南北约 8600 米 12。严格来说，“就食洛阳”中的

“洛阳”乃隋炀帝即位才新建，大业元年徙都其地。因此，史书载“就食洛阳”，于隋文帝政权来看嫌欠安

1 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48-149 页。

2《隋书》卷 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 683 页，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75《陈纪九》，中华书局，1956

年，第 5469 页。

3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第 7 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4 页。

4 隋代漕渠的渠首段经由大兴城北，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样。漕渠开

成，最初命名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参见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43 页。关于大兴城，

另参见辛氏《大兴城外郭城筑成时间辨误》，载氏著《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 年，第 5-7 页。据汤承业

考曰：“此渠之长，按《食货志》所载为三百余里，《郭衍传》所记为四百余里，很可能宇文恺率水工所凿者为三百余

里，郭衍又率水工堵凿百余里，合为四百里。”参见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67 年，第 179 页。

5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第 7 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4 页，及《隋代及唐前期漕粮的供给地区图》载

氏著《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 年，第 167 页。

6 杨尚希在蒲州“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见《隋书》卷 46《杨尚希传》，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253 页。另见，冯惠民编《通鉴地理注词典》“蒲州”条，齐鲁书社，1986 年，第 454 页。

7 参见冯惠民编《通鉴地理注词典》“蒲州”条，第 35 页。

8 参见冯惠民编《通鉴地理注词典》“蒲州”条，第 164 页。

9 参见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53 页。

10 严耕望据正史统计，再就自然地理把此区域定为户口“特密区”（县户平均一万五千左右之郡）及“繁密区”（县户

平均一万以上之郡），详见严耕望《隋代人文地理》，收录于其《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79-1381 页。

11 参见辛德勇《隋大兴城示意图》，载氏著《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12 页。

12 参见［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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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所以，史家们宜写“就食山东”或“就食关东”，这才符合文帝的历史时代背景。按《都邑考》载：“隋初

承周旧，开皇二年更营新都，明年名其城曰大兴城，遂定都焉。大业元年更营洛阳，谓之东都。”1 有学

者认为“令夫饥民就食山东，反映太行山以东地区生产发展，有仓粮济饥。”2 雷家骥则解释“关中因户

口膨胀，遇灾荒则需就食于洛阳。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四冲八达，漕运便利，是则其在东部作为政治中

心之外，至此亦已渐成全国交通经济的中枢。”3 一言以蔽之，东都洛阳或就食山东应是历史惯例，就

食其地当然视乎灾情的严重性而定。据此，开皇十四年的连串旱灾，文帝“令民就食”之救荒策略背后

有其历史和经济等因素。虽然开皇十四年旱灾隋文帝“令民就食”，但开皇十八年，文帝又下令开仓赈

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4。此反映出隋文帝是会开仓赈给，并非仅采取“令民就食”的单一方法。

最后，略谈一下隋文帝的“躬节俭”5。诚如吕思勉对文帝评价：“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贤主也。综帝

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 ; 然实勤政爱民，尤有俭德。”6汤承业说：“善俭约者，必善储蓄，隋文便是能俭

能储之君主。”7 笔者综合观察隋文帝统治政权，并不曾因个人的“俭”而“害”百姓。笔者绝不赞同王夫

之《读通鉴论》卷十九的说法，其文曰：“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

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8。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减免租调诏》和上引开皇十八

年“用谷五百余万石”9赈给灾民，正驳斥王夫之“求盈不厌，侈其多藏”的武断看法。十二年《减免租调

诏》文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

免”10。笔者认为隋文帝一生爱民，“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是他的一贯作风。隋文帝因开皇十四年“令民

就食”而得“不开仓”之污名，究竟何解如此? 笔者有另一想法，疑其与当时民间救荒“义仓”制度改革有

所关联。

七尧义仓与隋文帝野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冶

惹起笔者怀疑的是隋开皇十二至十四年经济已处于富裕的高水平。开皇十二年，隋政府确实库藏

皆满，对内对外又无军事，绝对有开仓赈灾的条件，除非此辛未旱灾影响范围极大，破坏性强至令关中

所有仓库全开，都不能挽救，遂有“令民就食”。但据前引史书中的蛛丝马迹看，此旱灾的破坏程度又似

乎未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假设隋文帝真的“忽然”不开仓，一向爱民如己的他何以如此? 如前面所说，十

四年以后的旱灾，隋文帝却又开仓救荒，究竟内里有何乾坤? 这点令笔者不得不把后来的“义仓”改革

问题与之关联起来。

隋代“义仓”是一种全民性的粮食赈济措施，它由国家出面承办，由社会各界负担仓谷，赈灾面向

1 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4，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82 页。《两京新记辑校》载曰：“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

事者，称一帝二京。乃改为东都。”详见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卷 4《东都》条，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72 页。

2 参见张泽咸《隋唐时期农业》，文津出版社，1999 年，第 49 页。

3 参见雷家骥《隋史十二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79 页。

4 参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9 页。

5《北史》卷 11《隋本纪》，第 430 页。

6 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香港太平书局，1980 年，第 1-4 页。

7 参见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第 185 页。

8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卷 19《隋文帝》，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52 页。

9 参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9 页。

10《全隋文》卷 2《减免租调诏》条，中华书局，1958 年，第 40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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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1。义仓之始置见《隋书》卷 46《长孙平传》，其文载曰：“开皇三年（583），（长孙平）征拜度支尚

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

年，名曰义仓”2。而《隋书》卷 1《高祖纪上》3及卷 24《食货志》均谓开皇五年（585）。汤承业对此有所考

证，结果如下：“考之纪传，三年时平为度支尚书，五年时已转为工部尚书。任度支尚书时曾建议此事

（约在三尧四年之交）五年正式下诏设立者。故本文从《高祖纪》及《食货志》所载。复按：其三年设者为官

仓，五年设者为义仓，两者非同时设者也。”4据此可知，隋初已有“官仓”和“义仓”之分别。

民间义仓设立之原因，从工部尚书长孙平的上奏内容能知梗概。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

“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

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曰，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

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振给。”自是诸州储峙委

积5。总之，义仓的成立初衷唯一的目标是为救荒，为饥馑者赈给粮食。其“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

社”，故称义仓为“社仓”，负责人即委“社司”，职责在执帐检校。总之，“义仓”或“社仓”意思相同。此制

度由开皇五年一直发展下来，到开皇十四年关中旱灾后始产生变化。

《隋书》卷 24《食货志》载曰：“至（开皇）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

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

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6开皇十六年二月诏：“社仓准上、中、

下三等税，上户纳谷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杜佑《通典》所载更详，其文曰：“十六年，又

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

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7《通典》比《隋书》详细，记下十四州之名。诏令社

司移交州县，自此义仓改民办为官办。

新制度的出笼，较安全做法是先利用试点，上述十四州便是率先实验。笔者同意冯柳堂对义仓制

度的所持有的看法：“盖至是义仓制度已发生绝大变迁：（一）不由劝课而改为准上中下三等税纳粮，以

充仓储，是将民间自由输纳而变为一种赋税矣。（二）不于当社置仓，移设于州县，遂开后世官吏勒派及

挪移支用之弊。（三）此即后世官办义仓之滥觞。”8 笔者十分同意冯氏三点看法，皆能把握义仓变革问

题的精要。不过，冯氏却没有阐明义仓变迁的背后转折点。

笔者认为隋文帝利用开皇十四年自然灾害作为其改革义仓的借口，是“顺水推舟”的手法。何以言

之?《隋书·食货志》中的记载便是明证。细心阅读《隋书·食货志》，可以透视到撰史者的刻意铺排。其文

曰：“（开皇）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乃洒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8 之后，笔

锋忽转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四年……于是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五年……于是

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

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十六年正月，又诏秦、迭、……

1 见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57 页。

2《隋书》卷 46《长孙平传》，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254 页

3《隋书》卷 1《高祖上》曰：“五月甲申，诏置义仓。”第 22 页。

4 见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之第 5 章《财政经济制度》注，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第 193 页。

5 杜 佑：《通典》卷 7《食货》（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89-290 页。

6 杜 佑：《通典》卷 7《食货》（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90 页。

7 杜 佑：《通典》卷 7《食货》（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90 页。

8 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66-67 页。

8《隋书》卷 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82-6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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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

四斗。”引文明言开皇十四年有一场旱灾，然后把义仓的衰败问题归究于“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

损，于后乏绝”，娓娓道来。继而撰史者一口气介绍出隋文帝几道诏书，内容都是围绕着义仓的改革，由

“当县安置”的上层制度设计，发展到“准上中下三等税”具体执行细节上，于开皇十六年整套改革完成。

《隋书》作者利用通古今式之志书撰写笔法，便交待出义仓由“私营”变“官营”的一段沿革史。

笔者认为开皇十四年的大旱灾即使没出现，义仓改革也势在必行，变革是迟早的事。不过，十四年

辛未大旱灾的出现，正好让隋文帝政府利用移民就食洛阳，制造舆论，公告天下，促成义仓顺理成章由

“私”变“官”1。官营义仓一旦进入国家体制，肯定对国家赋收有着促进作用2。《食货志》载：“开皇十七

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义仓官营化对此应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八尧结 论

首先，唐太宗在《辩兴亡》篇评论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乃令百姓逐粮”。此中包括几个命

题，一是“不怜百姓”。综观隋文帝一生，其在开皇廿年间均有不少救荒记载，对于受灾百姓态度多表同

情，乐于施救，“不怜百姓”之说不合历史事实，殆可断言。二是“惜仓库”，若问“惜”者为何? 诚如前文探

讨，无论在内忧及外患上都无威胁，此两大因素剔除后，隋文帝实无“惜仓库”的迫切性。三是有关“百

姓逐粮”的问题，逐粮就食本身含复杂的历史、地理及经济等原因，不能全怪责隋文帝。当中“移民就

粟”救荒手法，是否等同“不怜百姓”，亦见仁见智。

关于隋文帝“不开仓”的控诉，不少学者受到《贞观政要》“辩兴亡”篇的误导。《隋书》、《北史》、《资

治通鉴》及《通志》等均无明确文字记录以阐明文帝有否“不开仓”。若据隋文帝大旱灾后“令百姓逐

粮”，就食关东举措以证文帝无开仓，又似乎太武断。说不定史书失载，文帝早有开仓，或因大旱严重，

一年两次遭旱，仓粮不敷，遂令大量人口就食。当然，从另一角度想，旱灾与蝗灾不同，非一朝一夕而

成，既然如此隋文帝政府绝对有时间和能力去好好处理。可惜史书不详，当中细节只好存疑。

最后，隋前历史时期关中频旱是平常事，开皇十四年辛未旱灾与一般无别，刚巧遇上民营义仓“止

防水旱”的救荒初衷功能崩坏。隋文帝政府借“灾”机改革。从开皇十四年的旱灾后连续两年，政府颁行

连串诏书，把改革义仓放在施政日程桌上。《隋书·食货志》的字里行间反映出十四年辛未旱灾催生了

隋代“民办”义仓的变革。一场旱灾，遂成为隋代“民办”义仓演变成“官营”的重要转折点，致日后发展，

造成地方官员乘机贪渎的局面，则非隋文帝改革义仓时所始料得及。

1 参见管东贵《略论历史上的“偶然”与“必然”》，载氏著《历史解析———整体观与历史结构》，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23-157 页

2《隋书》卷 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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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隋文帝开皇年间野灾害及救灾冶简表 1

1 本表制成除依据各史乘所载外，另参考近人著作如袁祖亮主编 闵祥鹏《中国灾害通史———隋唐五代卷》，郑州大

学出版社，2008 年，及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2 参见雷家骥《隋史十二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97 页。

3《北史·隋纪》载：“甲戌，隋主以关中饥，行幸洛阳”（第 411 页），同见元大德刊本《北史》上（百纳本二十四史），台湾

商务印书馆，2010 年新版，第 172 页。《北史》的“幸”和《资治通鉴》的“如”意思应同。

4《隋书》卷 43《观德王雄传》：“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另可参考［日］谷川道雄著

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60-261 页，及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

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59 页。《北史》卷 11《隋纪》载：“遣户部尚书苏威赈给之。……”（第 411 页）另，张泽咸

说：“这些遭水灾的黄淮海地区，都有丰富的存粮”，见氏著《隋唐时期农业》，文津出版社，1999 年，第 48 页。另，关

于苏威事可参见岑仲勉《隋书求是》，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9 页。又，“凡隋纪作民部者，北史皆作户部，乃知百

官志此文，实应作‘寻改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志成于高宗朝，已奉民部改户部之诏，修史者敬避帝讳，故以当代

之名称。……”同见岑氏《隋书求是》，第 29 页。

年份 内容

开皇二年 关右饥馁，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
廪，普加赈赐，大德鸿恩。
（五月）己酉，旱，上亲省囚徒。其日大雨。

开皇三年 （夏四月）甲申，旱，上亲祀雨师于国城之西南。
（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
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
备凶年，名曰义仓。 2

开皇四年 （正月）壬午，齐州水。
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曰：“……去年（四年）
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
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于是奏令
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并立义仓。收获之日，
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
六月，以雍、同、华、歧、宜五州旱，命无出今年租调。
九月，甲戍，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 3

京师频旱。时迁都龙首，建立宫室，百姓劳敝，亢阳
之应也。

开皇五年 （八月）甲辰，河南诸州水，遣民部尚书邳国公苏威
赈给之。 4

开皇六年 二月乙酉，山南荆、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
赈恤之。

秋七月辛亥，河南诸州水。

京师雨毛，如发尾。……是时关中旱，米粟涌贵。
八月辛卯，关内七州旱，免其赋税。

开皇八年 秋八月丁未，河北诸州饥，遣吏部尚书苏威赈恤之。

数据源

魏征等《隋书》卷 46《长孙平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第 1254 页。（后从略）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17 页，及《北史》卷 11
《隋本纪》，第 406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19 页，及《北史》卷 11
《隋本纪》，第 409 页。
《隋书》卷 46《长孙平传》，第 1254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21 页。《北史》卷 11
《隋本纪》，第 410 页。
《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4 页，及杜佑《通
典》卷 7《食货》（点校本），第 289-290 页。

《北史》卷 11《隋本纪》，第 410 页。
《资治通鉴》卷 175《陈纪九》，第 5474 页，及《北
史》卷 11《隋纪》，第 411 页。
《隋书》卷 22《五行上》，第 636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23 页，及《北史》卷 11
《隋纪》，第 411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23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24 页，及《北史》卷 11
《隋纪》，第 412 页。
《隋书》卷 22《五行上》，第 642 页，及《北史》卷
11《隋纪》，第 412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24 页，及《北史》卷 11
《隋纪》，第 412 页。

《隋书》卷 1《高祖上》，第 31 页，及《北史》卷 11
《隋纪》，第 414 页。

隋文帝与开皇十四年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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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内容

开皇十四年

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六月丁卯，诏省
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 1

（秋）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
洛阳。

开皇十五年

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

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

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

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

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

种及远年粟。”……

开皇十六年

正月，又诏秦、迭、成康、……等州社仓，并于当县

安置。

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

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六月）并州大蝗。

开皇十八年

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等诸州，达于沧

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

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

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石。漕水之处，租调

皆免，自是频有年矣。

河南八州大水

开皇二十年
（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压死者千余人。

（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师大风雪。

数据源

《隋书》卷 2《高祖下》，第 39 页，及《北史》卷 11
《隋纪》，第 419 页。
《隋书》卷 2《高祖下》，第 39 页，及《北史》卷 11
《隋纪》，第 419 页。

《隋书》卷 2《高祖下》，第 39 页。

《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5 页。

《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5 页。

《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5 页。

《隋书》卷 2《高祖下》，第 41 页，及《隋书》卷 22

《五行上》，第 652 页。

《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85 页。

《隋书》卷 22《五行上》，第 622 页。

《隋书》卷 22《五行志》，第 655 页。

《隋书》卷 1《高祖下》，第 45 页。

续附表 2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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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月，工部尚书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奏皆结地以

营农，迥易取利皆禁止。”参见点校本《通典》卷 7《食货》，第 97 页。另参见雷家骥《隋史十二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96-97 页。查宋正海所编之书，未知是漏录抑或认为十四年旱灾不够重大，故不收录，见宋正海编

《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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